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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时期的粮价波动是气候变化对经济系统影响的突出表现之一，也是调节粮食安全及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基于从“清代粮价资料库”与《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中提取的1736~1850年保定府小麦价格数据，分析了18~19世纪之交华北平原气候转折与粮价变化的对应关系，结果表明：（1）粮价阶段性变化与气候转折存在显著对应关系。在1781~1820年的气候转折阶段，平均粮价升高，去趋势粮价变率和异常脉冲幅度显著增加。（2）极端高粮价年与干旱事件的对应关系存在显著的阶段性。1781~1810年的5次极端高粮价年与干旱事件存在明显对应关系，1811~1820年的多次极端干旱事件是粮价异常脉冲的直接原因。（3）气候变化通过影响社会稳定性进而在1811~1820年粮价巨幅异常脉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813年爆发的天理教起义加剧了粮价异常脉冲，显示除“降水—粮食产量—粮价波动”的路径之外，气候变化还可能通过“降水—粮食产量—粮价波动—饥荒—动乱—粮价波动”的路径对粮价产生更重大的影响。以上认识有助于深化对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机制和过程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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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一直受到全球变化研究的高度关注（Büntgen等，2011；Butzer等，2012；IPCC，2014；PAGES，2014；董广辉等，2017；余柏康和李峯，2018），而粮食安全作为历史时期经济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一直是历史气候变化影响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其内容涉及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系统、经济系统、人口系统等的影响与响应等多个方面（Bryson和Murray，1977；Parry和Carter，1985； 许靖华，1998；方修琦等，2015；Slavin，2016；裴卿，2017；李峯等，2017）。其中，经济系统对粮食安全的调节是社会系统响应气候变化影响的突出表现（方修琦等，2014，2017；张兰生等，2017）。作为经济系统状态最重要的指标之一，粮价是联系粮食生产与粮食消费的重要纽带，可用于衡量粮食安全及社会稳定状态。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粮价波动是气候变化导致的区域粮食供需关系失衡的表现，可集中体现气候变化对经济系统的影响（萧凌波，2016)；粮价波动也是调节粮食安全及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通过对粮食供给和粮食需求进行调节，一定程度实现个体和社会对气候变化影响的适应性响应（方修琦等，2014，2017)。

气候变化对粮价波动的影响在历史气候变化影响研究中受到广泛关注。大量研究指出，气候变化对以粮价为核心指标的农业经济存在显著影响。如：Bauernfeind和Woitek（1999，2004）认为与气候相关的作物生长期长度是德国粮价最重要决定因素，粮价与粮食产量之间存在周期波动关联，气候恶化期气候对粮价的影响加剧。Holopainen等（2012）发现1803~1914年粮价与粮食产量的相关性受温度影响，并认为瑞典农业经济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敏感性在小冰期有所增加。Pei等（2013，2014)指出温度对工业化前欧洲农业经济周期有显著作用，长期转冷最终导致了欧洲17世纪前叶粮价异常波动及农业经济危机。
气候变化影响能够通过粮价波动向人口危机传导。Appleby（1979）认为1590~1740年英国和法国的生存危机，与气候变化导致的粮价异常波动密切相关，农业种植结构单一、落后的法国饥荒更为严重和频繁。Galloway（1994）发现1460~1909年欧洲出生率的减少与粮价上涨有关，而死亡率增大则与高粮价、冷冬与炎夏存在密切联系。Scott等（1998）发现粮价在1557~1812年英国Penrith社区的出生率、死亡率及移民等人口要素的周期变化中起到负反馈作用。Fraser（2011）认为高度依赖贸易和资源的社会发展模式增加了欧洲中世纪的社会脆弱性，而气候变化冲击则导致了欧洲14世纪粮价异常波动、饥荒、疫病、战争和大量人口死亡。Campbell等（2011）认为1300~1450年英国3次饥荒的主要原因是气候变化导致的连续粮食减产及粮价大幅上涨。
我国清代粮价数据具有系统、时空连续和高分辨率等优点，受到历史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领域学者的关注。除大量有关清代粮价数据整理和粮价奏报制度、全国及区域性粮价变化特征及原因、粮价变化的社会影响、粮价与市场整合等方面研究外（朱琳，2013），相关学者在清代气候变化对粮价的影响研究方面也已取得大量成果。大量研究关注旱涝灾害等极端气候事件对清代粮价的影响，例如，王业键和黄莹钰（1999）、谢美娥（2010）、李明珠（2016）等学者指出，长江下游、台湾、直隶等地区短期的粮价高峰与严重旱涝灾害、粮食歉收等存在明显对应关系，在部分时段粮价变化受到粮食收成及旱涝灾害等的影响；李军（2008）、王国棉和王建华（2016）、张连银（2014）等认为，清代粮价与自然灾害存在一定相关性，但人口增长、粮食仓储、市场流通、政府赈粮调度、战争、货币等因素均会对粮价变化产生重要影响；郝平和周亚（2008）认为1876~1879年旱灾期间山西粮价与旱灾灾情演化过程及空间差异密切相关，赈灾措施、市场供求及交通运输条件也会对粮价产生影响；石涛等（2015）发现一般旱灾导致的粮价上涨在一定程度受到政府调控和粮食替代品的抑制。而关于长期气候变化对粮价的影响认识存在一定争议。王业键和黄莹钰（1999）、谢美娥（2010）、李明珠（2016）等认为，由于政府干预、外部市场供应及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影响，长期气候变化与粮价并无明显关系。Pei等（2016）指出温度对1600~1850年中国粮价、人均GDP等存在显著影响，而人口增长则使得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脆弱性增加。
作为清代政治中心所在区域，华北平原地区所发生的气候变化影响与社会响应过程，对认识我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影响与社会响应机制具有典型性。18~19世纪之交，华北平原地区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趋于显著，气候转冷与极端旱涝事件增加导致社会不稳定性增加。基于粮食安全的分析框架，方修琦等（2013）已探讨了土地开垦饱和、政府救灾能力弱化、封禁政策不当等因素在气候变化引发的农业生产危机最终传递到社会层次、触发社会危机过程中的作用。而作为重要中间环节，粮价在上述过程中的表现及其在影响传递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拟利用高分辨率的气候变化、粮价数据，定量分析18~19世纪之交华北平原气候变化对粮价波动的影响，以期进一步完善气候变化影响链条，深化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机制和过程的认识。
2 资料与方法

2.1 研究区域
本文选择华北平原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其范围与方修琦等（2013）所限定的“华北平原”范围一致，其主体为清代直隶省，包括清代直隶省长城以内部分、河南东北部及山东西北部，大致相当于现代的北京、天津全部、河北省大部和河南、山东省各一部。这一区域北界燕山，南抵山东丘陵，基本地貌单元为太行山东麓海河、黄河等河流的冲积泛滥平原；地处暖温带季风气候区北部，降水年内、年际变率大，旱涝灾害发生频繁（李克让，1990）。该区域人口密集、农业发达，尽管地域广阔，但社会经济条件相近，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对气候变化影响既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同时又具有一定的适应能力（方修琦等，2013）。清代中期华北平原已初步形成整合的粮食市场（胡鹏，2017），粮价既受气候变化影响，也对社会适应气候变化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清代华北平原种植的主要作物包括小麦、粟米、高粱、豆类，以及玉米、甘薯等。其中，小麦是清代华北平原两年三熟制的核心作物，也是粮食作物中价值最高的品种，在燕山山麓平原以南地区种植比例达到30~50%，是华北地区民众口粮的重要组成。小麦更多地作为商品粮种植，市场需求量大，在清代华北粮食市场中占据极大比重（李文治，1993；李辅斌，1993；许檀，1999；韩茂莉，2012；李明珠，2016；胡鹏，2017）。此外，粟米、高粱也是清代华北平原两年三熟制中与冬小麦连作的重要粮食作物，清代中期其种植比例与小麦相当，但在嘉庆以后因玉米等美洲作物推广而逐渐降低（李辅斌，1993；黄玉玺，2018）。粟米、高粱主要作为农户自给自足的粗粮主食，其市场需求主要源自于部分农户“粜精籴粗”谋取自给的行为，商品化率与市场地位相对较低（李文治，1993；许檀，1999；韩茂莉，2012），且清代直隶地区粟米、高粱的价格波动趋势与小麦相似（黄玉玺，2018）。
本文选择清代直隶省保定府的小麦价格作为华北地区粮价的代表。保定府是直隶省的首府，地处太行山山前平原地带，位于两年三熟制的冬小麦种植北界附近（韩茂莉，2012），是华北平原主要小麦种植区之一。清代保定地区的粮价与直隶省及淮河流域的粮价有相似的波动过程（朱琳，2014；李明珠，2016），与河南省、山东省近70%的府（州）的粮价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胡鹏，2017），但在清代以水运为基础的华北粮食市场体系中，保定远离主要水运通道，属于地区性商业中心，粮食市场规模较小，仅与天津、北京存在一定贸易联系（李明珠，2016；许檀，2016）。因此，保定地区粮价波动受外地粮食输入的影响较小，在“气候变化—粮食产量—粮价波动”的影响传递过程中能够更多地反映华北平原区域内部气候与粮价的关系。
2.2 粮价资料及处理

2.2.1数据来源

清代粮价资料来自于台湾省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王业键建立的“清代粮价资料库”（简称资料库）（http://mhdb.mh.sinica.edu.tw/foodprice/）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简称粮价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09），两者均为府级政区各种粮食价格的月度数据。“粮价表”中的数据相对齐全，但只有道咸同光宣5朝（1821~1911年） 的数据；而“资料库”从乾隆朝开始，比“粮价表”的数据多乾嘉两朝（共85年），但有一定缺失（罗畅，2012）。两套粮价数据均来自于清代宫中档案的粮价清单（胡鹏和李军，2016）。

本文选取保定府1736~1850年小麦价格作为粮价的代表。其中，1736~1820年以资料库数据为基础；1821~1850年以粮价表数据为基础，缺失的数据用资料库数据补充。1736是资料库中粮价记录开始的年份；截止到1850年可以避免粮价受1853~1859年“货币危机”及1870年代之后银价跌落的影响（彭凯翔，2006；杨端六，2007）。
2.2.2  清代粮价资料库粮价数据处理
资料库中给出了保定府按公历纪年的逐月“小麦”或“白麦”（白皮小麦）、“红麦”（红皮小麦）等3类粮价，包括最高价、最低价，分别代表府内各州县同时段粮价的最高值与最低值，单位均为“银分/石”。由于粮价奏报制度的变化（余开亮，2014），“白麦”、“红麦”类别的连续粮价数据终止于1764年2月，其主要覆盖时段为1736~1763年；“小麦”类别的连续粮价数据始于1764年3月，主要覆盖时段为1764~1910年。 3种类别小麦粮价记录均存在一定程度缺失（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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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库“白麦、红麦”粮价; (b) 资料库“小麦”粮价；(c) 衔接后的资料库小麦粮价；(d) 粮价表小麦粮价; (e) 两套数据合成的小麦粮价
图1
清代保定府粮价数据资料的时间分布
根据“白麦”和“红麦”与小麦粮价数据衔接时段的数据特征，取“白麦”、“红麦”粮价数据的均值作为1764年2月之前的小麦粮价，从而与小麦粮价数据衔接起来。为便于与粮价表数据衔接、互补，将粮价单位统一转换为“银两/石”（1两为100分）。在资料库中，1751年6月“小麦”粮价、1768年3~7月“白麦”、“红麦”粮价数据为孤立数据，且时间与其他类别数据重叠（图1），疑为誊抄错误，合并时予以舍弃。
经上述处理之后的小麦粮价有数据年份共124年，其中覆盖6个月以上占83.9%，在乾隆、嘉庆时期（1736~1820年）有数据年份比率高，但道光之后数据缺失较多，如咸丰时期只有2年有数据（图1）。
2.2.3粮价表数据处理
粮价表中保定府的小麦粮价只有“小麦”一种形式，单位为“银两/石”。粮价数据采用的时间单元是与清代宫中档案粮价清单相同的农历，主要覆盖道光元年（1821年）~宣统三年（1911年）六月。 
出于粮价数据衔接与后续分析的需要，参照王业键等人采取的公历-农历天数加权的方法（谢美娥，2008），及其在清代粮价资料库网站公布的“两千年中（农）西（公）历转换系统”，将按农历记录的保定府粮价转换以公历形式表示的粮价数据，按公历纪年的粮价数据除受庚子之乱影响的1900~1901年之外，覆盖了1821~1911年绝大部分月份（图1）。
2.2.4 两套粮价数据的衔接与插补
将清代保定府价格单位和纪年形式统一的两套小麦粮价数据进行衔接，得到覆盖清代乾隆-宣统年间（1736~1911年）逐月的保定府小麦粮价数据（图1）。
清代粮价数据主要包括各种粮食逐月的最高价、最低价，分别代表相应府级政区辖区范围内各州县同时段粮价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一般取各月最高价与最低价的平均值代表一地月粮价的平均情况（王业键，2003；余开亮，2014）。本文取保定小麦月最高价与最低价的均值作为各月平均粮价，计算逐年各月粮价均值，从而获得1736~1850年保定地区年平均小麦粮价序列。数据覆盖6个月以上的年份（占93.9%）直接取各月平均作为年平均粮价。对6个数据覆盖1~6个月的年份，计算各月加权（原始粮价/季节指数）粮价的均值作为年平均粮价。1~12月的季节指数用各年同月粮价均值与所有月度粮价数据均值之比表示，其数值变化范围为0.979~1.031。
1815年全年无小麦粮价记录。保定府1814年小麦价格从8月开始逐渐下降，且部分地区的地方志中出现粮价降低的记录（张德二，2004）；1815年华北平原未出现大范围极端干旱事件等气候异常事件（郑景云等，2005；Zheng等，2018），而河北等省的许多地方志中有1815年粮食丰收的记载。基于上述考虑，对全年无数据的1815年，用相邻2年数据的平均值进行插补。
2.2.5粮价序列的去趋势处理
清代粮价受气候、人口、耕地、货币、市场整合等多种因素影响，其长期变化存在很强的阶段性和趋势性（Wang，1992；卢峰，2005；彭凯翔，2006；葛全胜，2011）。为分析气候变化对粮价波动的影响，需要消除受人口、货币等社会经济因素影响的粮价变化趋势。
采用线性回归方法对1736~1850年保定粮价变化的线性趋势进行拟合。考虑保定粮价变化的特征，在拟合时首先剔除超过粮价均值1倍标准差的异常波动数据。逐年计算原始粮价与线性回归获得的趋势粮价的差值，得到去趋势粮价序列。
2.3 气温和降水数据
华北地区及区内不同区域的历史温度重建结果显示其变化过程总体一致（王绍武，1990；葛全胜等，2002；闫军辉等，2012；Liu and Fang，2017）。本文引用闫军辉等（2012）利用地方志的异常初、终霜记录重建的清代（1746~1910年）华北地区冬半年温度（10月~4月）距平序列，时间分辨率为5年，利用该序列估算研究区冷暖的阶段性变化。华北平原冬小麦的生长季一般为10月~6月中，出苗期—拔节期（10月末~4月中）是冬小麦产量增加对温度升高敏感的关键期，而抽穗—成熟阶段（4月末~6月中）温度对产量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肖登攀等，2014；吴冰洁等，2018）。重建的冬半年温度（10月~4月）在时间上覆盖华北平原冬小麦生长的关键时段。
降水数据引用Ge等（2005）重建的石家庄清代年降水量序列，该序列以从清代“雨雪分寸”档案中提取的降水记录为基础，通过物理模型法以及基于田间试验的回归模型法重建而得。黄河中下游地区除山东之外的河北、晋南、渭河等3个子区的年降水量序列，在18~19世纪多数时段具有同步的干湿变化特征（郑景云等，2005），且石家庄与保定地区空间邻近、气候类型相似，年降水量高度相关，可用该序列刻画研究区阶段性及年分辨率气候干湿变化。
2.4 气候转折与粮价变化关系分析
2.4.1 气候与粮价变化的阶段性
以温度变化为标准，确定气候转折期，划定气候变化阶段。计算不同阶段气温、降水的均值、变率及其他统计指标，通过比较其差异，分析18~19世纪之交华北平原气候的阶段性变化。
计算不同气候变化阶段的原始粮价均值、去趋势粮价变率（标准差）和异常波动幅度等粮价的统计指标，比较粮价在不同阶段的差异。
采用连续小波变换辨识去趋势粮价与降水变化周期（Torrence和Compo，1998；吴洪宝和吴蕾，2005），对比分析各尺度周期及其显著性在不同气候变化阶段的差异。

2.4.2 气候与粮价相关关系的阶段性变化
气候变化对粮价的影响从根本上讲是源自于对粮食单产的影响。华北地区年分辨率的生长季（上年秋季~当年春季）降水量与小麦收成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龚高法等，1983；郝志新等，2003），当年粮价也受到上年粮食储存与消费“丰歉互补”累积效应的影响。因此，分别计算去趋势粮价与当年、前1年降水量及2年平均降水量的相关系数。采用交叉小波变换方法（Torrence等，1998；孙卫国等，2009；王涛等，2016）计算降水量与粮价周期的交叉谱。
通过比较不同气候变化阶段降水量与粮价相关系数和周期共振关系的差异，分析两者相关关系的阶段性变化。
3 结果分析
3.1气候阶段性转折前后的差异
整体而言，18~19世纪之交气候转折表现为显著降温对应着降水量剧烈波动与持续减少。
根据华北5年分辨率的冬半年温度距平序列（闫军辉等，2012），从18世纪小冰期温暖时段向19世纪寒冷时段的阶段性转折出现在1781~1810年，表现为气温变率增加、均值显著降低，气温标准差是1736~1780年的2.21倍。1811~1840年的寒冷期较1736~1780年的温暖期低0.46℃，达到0.01的显著性水平；1781~1810年和1811~1840年气温标准差均比1736~1780年大1倍以上（表1、图2a）。

石家庄逐年降水量序列（Ge等，2005）也表现出从18世纪多雨期向19世纪少雨期的明显阶段性转折（表1、图2b）。1811~1840年平均降水量比1736~1780减少63.6mm，超过0.05的显著性水平；73.3%年份的降水量为负距平，比1736~1780年的比例高73.7%。1781~1810年降水波动明显高于其他时段（图2b），降水量标准差是1736~1780年的1.88倍，是1811~1840年的2.26倍，达到0.001的显著性水平。 
连续小波分析显示（图3a），1780年之后石家庄年降水量16~24年周期显著性增强，1777~1806年4~6年及2年的短周期震荡显著。

表1 18-19世纪之交华北平原冬半年温度距平（据闫军辉等，2012）、石家庄年降水量（据Ge等，2005）及保定小麦价格的阶段性变化

	
	时段
	1736-1780年
	1781-1810年
	1811-1840年
	1840-1850年

	
	
	
	
	1811-1820年
	1821-1840年
	

	温度
	均值(℃)
	0.31
	0.60
	0.77
	0.48

	
	最低值(℃)
	0.47
	1.23
	1.22
	0.54

	
	偏冷时段数(比例)
	0
	2(33.3%)
	5(83.3%)
	1(50%)

	
	标准差(℃)
	0.14
	0.31
	0.33
	/

	降水量
	均值(mm)
	631.9
	657.9
	568.3
	553.1

	
	最低值(mm)
	357.1
	305.7
	427.3
	418.5

	
	少雨年份(百分比)
	19（42.2%）
	14(46.7%)
	22(73.3%)
	9(90%)

	
	标准差(mm)
	108.4
	204.1
	90.2
	55.8

	小麦价格
	均值(原始)(两/石)
	1.80
	2.23
	3.66
	2.59
	2.28

	
	最高值(原始)(两/石)
	2.62
	3.23
	5.10
	2.90
	2.38

	
	均值(去趋势)(两/石)
	0.04
	0.09
	1.36
	0.16
	0.27

	
	最高值(去趋势)(两/石)
	0.77
	0.97
	2.81
	0.48
	0.27

	
	标准差(去趋势)(两/石)
	0.27
	0.40
	0.63
	0.23
	0.12


3.2粮价变化阶段与气候转折的对应关系
3.2.1 原序列粮价变化的阶段性
1736~1850年保定地区清代粮价整体上呈增加趋势，平均每年增长0.0081两/石（图2c）。粮价增长具有阶段性，并与气候转折的阶段性相对应（表1，图2）。1736~1780年粮价均值为1.80两/石；1781~1810年粮价均值为2.23两/石，比1736~1780年高0.43两/石（23.9%），两者的差异达到0.001的显著性检验水平；1811~1840年粮价均值进一步增加到3.30两/石，1814年的最高值达5.10两/石，在剔除1811~1820年期间粮价巨幅脉冲式异常波动后仍达2.59两/石，比1736~1780年高0.79两/石（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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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8-19世纪之交华北平原的气候变化与粮价波动
华北冬半年温度距平（5年分辨率）(闫军辉等,2012)；(b) 石家庄年降水量（年分辨率）及10年滑动平均(Ge等,2005)；(c) 保定原始小麦价格及其阶段平均值(回归方程中PT为小麦价格线性趋势，year为相应年份)；(d) 保定去趋势的小麦价格（红色虚线为正负1倍标准差）；(e) 1810~1820年保定逐月去趋势小麦价格距平值；浅黄色阴影区为华北地区冷暖转折期，浅橙色阴影区为华北地区气候寒冷期
3.2.2 去趋势序列粮价变率与异常脉冲幅度的阶段性
去趋势粮价变率呈现出与气候的阶段性转折对应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表现为1781~1820年期间粮价变率和高粮价极值增大（表1、图2d）。1736~1780年去趋势粮价标准差为0.27两/石，最大正距平为0.77两/石。1781~1810年标准差增加为0.40两/石，最大正距平为0.97两/石。1810~1820年去趋势粮价出现巨幅脉冲式异常（图2d），去趋势粮价标准差进一步增加到0.63两/石；1810~1814年粮价年均涨幅为0.46两/石，1814年距平最高值达到2.81两/石，分别比1813年和1816年高1.32两/石、1.56两/石；1814~1820年粮价年均降幅为0.35两/石。1821~1850年去趋势粮价变率重新回落到与1736~1780年相当的水平。
3.2.3 去趋势序列粮价周期的阶段性
与降水波动周期的变化相对应，1781~1810年粮价的周期震荡有所强化。去趋势粮价的序列中，18~26年的长周期虽有连续分布，但在1788~1808年周期的显著性明显增加，1781~1810年出现6~8年显著周期（图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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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石家庄降水量与保定小麦价格的连续小波变换功率谱及交叉小波变换
(a) 石家庄降水量的连续小波变换；(b) 保定小麦价格的连续小波变换；(c) 石家庄降水量与保定小麦价格的交叉小波变换；图中加粗黑线为显著性周期的临界值线（α=0.05）

3.3气候转折前后粮价与降水相关关系的变化
3.3.1 粮价与降水相关系数的变化
从粮食安全的视角来看，华北平原气候变化可通过“降水—粮食产量—粮价波动”的路径与粮价产生关联。其中，华北平原地区生长季（上年秋季~当年春季）降水量与小麦收成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龚高法等，1983）。而粮价除受粮食产量影响外，还受到人口、消费水平、粮食市场调节能力及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复杂影响（王业键和黄莹钰，1999；彭凯翔，2006；葛全胜，2011），使得气候变化与粮价的关系更为复杂，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
粮价与降水量的相关系数变化显示，1736~1850年降水量与粮价的相关程度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变化（表2）。1736~1780年，降水量与去趋势粮价呈不显著的负相关，显示粮价受降水量的影响较弱。1781~1820年，降水量与粮价的相关系数显著增大，且其负相关通过显著性检验，显示尽管降水量对粮价年际变化的方差解释量有限，但粮价对降水量波动的敏感性增强，粮价变率随降水变率的增加而增大，干旱年份的粮价相应地升高。1821~1850年，降水量与粮价之间呈现不显著的正相关，降水量对粮价的影响再次减弱。
表2 1736-1850年粮价与降水量的相关关系a)
	
	粮价—降水
	滞后1年粮价—降水
	粮价—2年平均降水（含当年）

	1736~1780年
	0.056 
	0.100 
	0.196 

	1781~1820年
	0.300* 
	0.210 
	0.377** 

	1821~1850年
	0.146 
	0.012 
	0.192 

	1736~1850年
	0.154*
	0.104 
	0.202**


a) *、**分别表示通过0.10、0.05的显著性检验。
3.3.2 粮价与降水的周期共振
交叉小波分析表明，1780年之后降水与粮价的显著共振周期发生明显变化，1781~1810年粮价与降水的周期及其负相位共振现象明显，显示降水变化对粮价波动的影响加强（图3c）。18~26年的共振周期连续分布于1780~1820年，且均为稳定的负相位关系；4~6年及2-4的短周期震荡也在此期间显著增强，且以负相位关系为主。
4 讨论: 极端高粮价年出现的自然与社会经济背景
4.1 极端高粮价年的识别及变化
极端高粮价年以去趋势粮价超过1倍标准差（0.52两/石）为标准。据此共识别出极端高粮价年16个，这些极端高粮价年份出现的频率和异常幅度均存在显著阶段性变化（表3）。1736~1780年仅1759年1年（占相应时段的2.22%），超出1倍标准差0.25两/石。1781~1810年和1811~1820年极端高粮价年份分别为5年和10年，分别占相应时段的16.7%和100%，反映出粮食供给安全的风险不断加剧；1811~1820年极端高粮价的异常幅度显著，超过2倍标准差（1.04两/石）的年份占70%，最高值超过5倍标准差。而1821~1850年未出现极端高粮价。
表3 1736-1850保定极端高粮价与冬半年温度距平（相对于1951-1980年）、年降水量异常的对应关系
	极端高粮价年份
	极端高粮价(两/石)
	冬半年温度时段
	冬半年温度距平(℃)
	降水量异常年份
	降水距平百分率

	1759
	0.77
	1756-1760
	0.15
	1758、1759
	15.0%、10.9%

	1793
	0.53
	1791-1795
	0.25
	1792、1793
	50.3%、24.9%

	1802
	0.65
	1801-1805
	0.51
	1801、1802
	130.8%、18.4%

	1808~1810
	0.55、0.60、0.97
	1806-1810
	0.48
	1810
	10.7%

	1811~1815
	0.88、1.05、1.53、2.81、2.03
	1811-1815
	0.84
	1811、1813、1814
	20.6%、15.3%、12.6%

	1816~1820
	1.25、1.26、1.16、0.91、0.71
	1816-1820
	0.67
	1817
	29.6%


4.2 极端高粮价年与干旱事件的对应关系
极端高粮价年与干旱事件的对应关系存在显著的阶段性（图2、表3）。1736~1780年降水异常偏少年份的粮价相应上升，但除1759年之外均未出现极端高粮价。1781~1810年干旱事件与极端高粮价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5次极端高粮价分别对应于降水量异常偏少的1792~1793年、1802年、1810年和异常偏多的1801年等年份（图2、表3）及文献记录的1807年大范围干旱（张德二，2004；谭徐明，2013；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2016）。1811~1820年进入寒冷、少雨期，1811、1813、1814、1817等年份的极端干旱事件（张德二，2004；谭徐明，2013；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2016），叠加低温等其他不利因素，对粮食生产造成了严重影响，造成1813~1819年保定地区小麦连续歉收（李明珠，2016），直接导致粮价出现异常脉冲（图2、表3）。
4.3 社会经济因素在放大极端高粮价中的作用
1811~1820年连续出现极端高粮价年，并形成超过5倍标准差的巨幅粮价异常脉冲，表明1811~1820年保定的粮食市场已严重偏离正常状态。尽管1811~1820年气候偏冷且持续发生异常干旱，但如此之大的高粮价异常是难以用“气候—产量—粮价”的影响—响应链来解释的。
在人口持续增长、耕地开垦达到饱和、国库存银和粮食储备锐减、赈粮调度数量和强度大幅降低的背景下，18~19世纪之交华北平原的粮食安全已处于危险的临界状态（郭松义，1995；李文治和江太新，2008；方修琦等，2013；史志宏，2014；黄欢等，2014）。1810年之后的持续低温少雨与多次极端干旱事件，导致粮食大幅减产（李明珠，2016；方修琦等，2013），进一步加剧了粮食安全危机。因此，从粮食安全的视角来看，社会经济对寒冷和极端降水事件的冲击高度敏感。

1811~1820年的严重粮食危机不仅导致粮价上涨，而且引发了人口危机，直隶省10年中有9年发生饥荒，地方志记载1812、1813、1817年发生饥荒的县分别有12、17和9个；1814、1815、1821年发生了疫灾，特别是1821年大范围爆发的疫情涉及直隶省60个县（州），并有大量人口死亡（张德二，2004）。生存危机使得华北平原流民增多，动乱事件频次显著增加、级别逐步升高，1810~1819年盗匪事件达24县次, 占1780~1819年40年总数的64.9%，1813年9月至12月华北平原爆发清代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天理教起义（方修琦等，2013；李明珠，2016）。天理教起义波及直隶省南部的小麦主产区，对农业生产、社会秩序等造成严重破坏，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破坏进一步加剧了粮价异常，1813年9月粮价加速上涨，1814年保定小麦粮价的脉冲达到最高值（图2d、图2e）。随着天理教起义的平息，粮食市场的运行逐渐恢复正常，1814年3月保定府小麦价格涨势趋缓，并从1814年8月开始逐渐下降，1815年直隶省多地粮食丰收，1816年小麦价格逐步回落到起义前的水平（图2e）。

上述过程表明，除了“降水—粮食产量—粮价波动”的路径之外，气候变化还可能通过“降水—粮食产量—粮价波动—饥荒—动乱—粮价波动”的路径对粮价产生更重大的影响。

4.4 人口因素对1821-1850年未出现极端高粮价的可能影响
尽管1821年之后华北平原温度进一步降低、降水持续偏少，保定府的平均粮价进一步升高，但保定府粮价的波动趋于稳定，未出现超过1倍方差的极端高粮价（图2）。在影响粮价波动的诸多因素中，人口减少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受饥荒和疫灾导致的大量人口死亡（张德二，2004）和人口迁徙（Ye等，2012）影响，1812~1820年直隶省的人口减少27%以上（姜涛，1993）。按温度降低1℃平均粮食单产减少10%推算（张家诚，1982），1811~1840年的温度较1736~1780年低0.46℃，所导致的粮食减产降低约5%，显著低于华北地区人口减少的比例。这意味着即使1821~1850年保定府粮食单产因阶段性变冷而降低（李明珠，2016），但人口减少仍使得区域人均粮食占有量相对增加，这有助于缓解粮食安全风险、降低粮价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

此外，嘉庆朝之后玉米、番薯等作物种植在华北平原快速扩展（李辅斌，1993），其高产、耐旱耐瘠等特性，提高了粮食生产对旱涝灾害的适应能力（曹玲，2003），可能也是1821年之后粮价相对稳定的原因之一。
5 结论
通过分析18~19世纪之交华北平原粮价变化阶段性与气候转折的对应关系，探讨了极端干旱事件对1811~1820年粮价异常波动的直接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因素在放大极端高粮价中的作用，从粮价的视角为理解历史气候变化影响过程与机制提供了案例。论文主要结论如下：

（1）18~19世纪之交为华北平原气候转折期（1781~1810年），其前为温暖期（1780年之前），其后为寒冷期（1811~1840年）。1781~1810年气温、降水量变率显著增加，平均气温显著降低；1811~1840年气温进一步降低，降水量显著减少，且降水量偏少年份比例明显增加。

（2）粮价阶段性变化与气候转折存在显著对应关系，气候变化对18~19世纪之交华北平原粮价升高与异常波动有重要影响。1781~1840年原始粮价均值阶段性增加与气候变化的阶段相对应；在气候转折阶段的1781-1810年去趋势粮价变率和异常脉冲幅度显著增加，1811~1820年粮价出现巨幅脉冲式异常波动；1781~1820年粮价与降水量负相关关系的显著性增加且通过检验，两者负相位的不同尺度周期共振也显著加强。

（3）极端高粮价年与干旱事件的对应关系存在显著的阶段性。1736~1780年除1759年外未出现极端粮价，1781~1810年的5次极端高粮价年与干旱事件存在明显对应关系。1811~1820年的寒冷少雨期，70%的年份降水偏少，连续10年出现极端高粮价。多次极端干旱事件造成1813~1819年保定地区小麦连续歉收，是粮价异常脉冲的直接原因。

（4）社会经济因素在1811~1820年粮价巨幅脉冲式异常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人口持续增长、耕地开垦达到饱和、国库存银和粮食储备锐减、赈粮调度数量和强度大幅降低，提高了社会经济对极端气候事件的敏感性，1813年爆发的天理教起义加剧了粮价异常脉冲。除了“降水—粮食产量—粮价波动”的路径之外，气候变化还可能通过“降水—粮食产量—粮价波动—饥荒—动乱—粮价波动”的路径对粮价产生更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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